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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入理解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量化单元对于反映遗址动物种属的多样性和统计骨骼部位出现

数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各种量化单元在马鞍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案例中的应用,

并辅助以其它国内外研究的介绍,深入阐释了这些单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旨在让读者更加清楚地知

道怎样针对具体情况选择适合应用的量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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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首先要对所发现动物骨骼的种属和部位进行鉴定并进行相关的统

计分析
[ 1 5]
。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清楚地理解动物考古学量化单元的涵义。量化单元是

指在统计一个动物骨骼组合中可鉴定标本数量、动物种属数量或骨骼部位数量时采用的计

数单元。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讨论和回顾的量化单元主要包括NISP( the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s per taxon, 可鉴定标本数)、MNI(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 animals, 最小个体

数)、MNE( the minimum number of a particular skeletal element or portion of a taxon, 最小骨骼部位

数)和MAU( minimum animal unit, 最小骨骼单元数) ,它们是动物考古学中最常见的四种量化

单元,本文即尝试通过它们在马鞍山遗址动物骨骼研究中的应用,并辅助以其它国内外相关

研究的介绍,对于如何恰当地应用这些量化单元进行诠释。

由于应用案例主要来自于对马鞍山遗址发掘出土的大型哺乳动物骨骼的研究,因此有

必要对这一遗址进行简要的介绍以助于理解。

马鞍山遗址位于贵州桐梓县境内, 离县城东南 2km 左右。该遗址 1980年发现, 1981年

试掘。1986年作了首次系统发掘, 发掘区域位于洞口东部, 面积约 25m
2
,发掘深度为 2 1~

2 7m, 分为 9个自然层,其中第 1层为扰乱层,第 2层发现很多现代遗物,第 9层为志留系韩

家店组页岩风化壳层,第 3 8层出土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且没有发现现代遗物。1990



年进行了第二次系统发掘,面积约为23m
2
, 纵向分为 15个水平层,发掘区域位于洞穴中部,

最近处距 1986年发掘区域只有 1 5m 左右。用第 3层出土的鹿牙测出铀系法年代为距今

18 000  1 000年,用同层出土的碎骨测出 C14年代为距今15 100  1 500年, 用第 8层出土的

鹿牙测出铀系法年代为距今53 000年左右。在第 7 8 层发现的石器粗大, 一般长度超过

40mm, 不见磨制骨器, 动物化石多属大型有蹄类,如水牛、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等;在第 3 6

层发现的石器长度则大多数少于 40mm,还发现了磨制的骨锥、骨镞和刻纹的骨棒, 动物化石

多属中小型有蹄类动物, 如水鹿等
[ 6 8]
。

2 量化单元在动物考古学中的运用

动物考古学的量化分析在过去的 30年里越来越受重视,因为西方的动物考古学者对定

量分析的热情远远大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对于动物群研究仍然很重要,主要体现在一个

遗址的动物种属名单列表上, 它能让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遗址的动物组成情况,并为动物群

对比研究提供资料。采用定量分析则可以进一步统计出不同种属和不同骨骼部位的相对数

量,为分析和解释考古遗址中人与动物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如远古人类喜欢捕猎哪种

动物,倾向于将猎物的哪部分携带至驻地等等。

动物考古研究中应用的量化单元有的注重计算标本的数量( NISP) ,让我们对标本的总

体数量有一定的了解;有的致力于统计各种动物个体的数量(MNI) , 显示哪种动物个体数量

最多, 与远古人类的生活最息息相关;还有的注重骨骼部位的存在数量(MNE和 MAU) ,进而

展现远古人类对营养价值不同的骨骼的获取情况。以下即详细介绍怎样利用这些量化单元

实现上面提到的功能。

2 1 可鉴定标本数( NISP: the number of identified specimen per taxon)

NISP代表可以据其进行系统分类或可以鉴定到骨骼部位的标本数量, 它能提供标本数

量多少的信息,是初始的量化单元。NISP 有两个主要的优点: 1)动物种类和骨骼部位的鉴

定与NISP 的确定是同时完成的, 也就是说将一件标本鉴定到分类或骨骼部位即增加一个

NISP的值; 2)值可以追加
[ 9]

,如果在初步鉴定后又发现了一些可鉴定标本,那么只要将增加

的数量归入原来的NISP 即可,而不必像计算 MNI 那样还要进行重新的对比和统计。

对于第二个特点,我们在马鞍山遗址动物骨骼数量统计中有深刻的体会: 鉴于该遗址

1986年发现的动物标本是根据自然层存放在实验室的, 因此首次设计的方案是分层进行标

本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即将第 3层的标本数据输入ACESS数据库后就进行分析。但是在后

来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其它层位的标本中也零星地散落着第 3层标本,所以为了避免

研究中数据的不断更改, 我们决定在数据全部收集完毕后再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首次

确定的第 3层标本的NISP 为 564, 后来又在其它层位标本中发现第 3层标本 28件,所以它

的NISP应为 564+ 28= 592。

而重新计算MNI则没有NISP 那么简单, 如水鹿的标本增加后各骨骼部位数量发生了改

变,数量曾经最多的部位可能会失去其优势地位,因此要重新计算、对比和确定数量最多的

部位。首次计算的MNI由右侧的钩状骨确定, 值为 5,当标本数增加后右侧楔状骨则在数量

上占了优势,值为 6,所以第 3层水鹿的MNI为 6。

NISP也存在其缺点: 1)在同一埋藏环境下, 不同标本承受外力的能力不完全相同,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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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如果用NISP 判断遗址中某一种属出现的数量, 就有可能夸大这一种属

的丰富程度。例如, 对于经过改造后被部分搬运到遗址中的标本, NISP 会过分强调那些具

有较多可鉴定标本的种属。这在对比大型和小型动物数量时会造成错误理解
[ 10 13]

,因为小

型动物的骨骼相对于大型者更易于破碎为多块, 从而导致相对更多的可鉴定标本数量。2)

由标本相关性产生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后来的统计。标本的相关性是指发现的某些可鉴定标

本属于同一个体。表 1是标本相关性产生问题的例子。数据来源于金牛山遗址动物遗存的

研究
[ 14]
。

表 1 金牛山遗址熊和狍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14]

NISP and MNI counts for the Ursus arctos and Capreolus capreolus

拉丁名 中文名 NISP MNI

Ursus arctos 熊 553 9

Capreolus capreolus 狍 74 7

在表 1的例子中, 熊的 NISP

是 553, 狍的是 74, 使用 NISP 检

测熊和狍的个体出现数量, 我们

发现前者数量是后者的 7 倍多。

用MNI 进行判断时则会发现情

况并非如此,熊的MNI是 9,狍的

MNI是 7,它们的比例从 7 47∀1变成 1 125∀1,也就是说熊与狍的NISP之比要比MNI之比大

得多。原因在于发现的狍骨骼很残破, 很难判断相关性,而熊的骨骼在发现时是保存较为完

整的骨架,其中有三个聚集在洞穴的西南角, 因此有较多的标本属于同一个体。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采用NISP 衡量熊的出现数量就会过高估计其实际个体的数量, 而采用MNI则可以避

免这一问题。

2 2 最小个体数( MNI: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 animals)

MNI被定义为最小个体数。它的基本任务是计算一个分类中的标本最少代表几个个

体,方法是判断这类动物骨骼的部位及其左右,然后将统计的数量聚拢起来选择最大值。比

如,马鞍山遗址 1986年发掘材料中, 第 3层出土的水鹿骨骼标本包括 3个左侧楔状骨和 6

个右侧楔状骨, 并且在所有骨骼部位数中6是最高值,这时MNI的值为 6。

尽管俄国学者在 19世纪 80年代已经使用了与MNI 相似的方法,但直到 20世纪 50年

代北美的 T. E. White 和 I. A. Shotwell开始使用 MNI 进行统计, 它才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White
[ 15 16]

认为人类在远古时代已经懂得区分骨骼的左右,并且能够根据不同部位搬运肉

食, 他对 MNI 的定义就是根据左右区分骨骼部位, 然后使用最高值进行数量分析。

Shotwell
[ 17 18]

则更关心怎样确定一个区域内种属的相对多样性。他认为生活在遗址附近的

动物比生活在较远区域的动物被发现的几率更高。因此, 某些动物的高出现率能够指示这

些种属生活在离遗址较近的地方。

MNI的主要缺点出现在数量累计这一环节上, Grayson 认为MNI的值依赖于划分层位的

多少, 层位越多,将各层MNI相加后所获的值可能越大
[ 1]
。表 2 列举了一个 MNI累计时出

现差异的例子, 数据来源于马鞍山遗址 1986年发掘出土水鹿骨骼的统计。

对比较确切的旧石器时代层位第 3层、4层、5层、6层、7层和 8层的水鹿骨骼进行 MNI

统计, 然后将它们的值相加,结果为 25。但把这个组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MNI统计时,值则

相对较小为18。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

我们知道无论对各层还是对整个堆积进行MNI计算时, 首先都要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

整体,然后在其中选出数量最多的一侧骨骼部位确定 MNI 值。在这个例子中,当研究对象

为整个堆积时, 水鹿的右侧钩状骨数量最多, 因此最小个体数由它来确定。而当研究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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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自然层时, 钩状骨的数量只有在第 5层才占优势,而在其它各层数量占优势的骨骼各有

不同, 如表 2所示它们的数量均超过所属层位钩状骨的数量, 因此对各层 MNI总计的数目

要超过右侧钩状骨的总数。即使钩状骨在其它各层的数量也占优势, 得出的累计 MNI值也

可能不同,仍以表 2为例,当将堆积作为一个整体时右侧钩状骨数量占优势, 而着眼于各层

时我们发现第 6层左侧钩状骨数量多于右侧一个, 因此累计后的结果就比整体数值多 1。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只要标本不是平均分布在遗址中就会出现累计 MNI 值和总体MNI 值

的差异,但是抽样实验研究表明样品数量不可能总是平均分布
[ 19]
。

表 2 马鞍山遗址各自然层水鹿的最小个体数及其总计( 1986 年发掘材料)

MNI counts for Cervus unicolor of Ma anshan site ( from the excavation in 1986)

层 位 左 侧 右 侧 MNI

第 3层

第 4层

第 5层

第 6层

第 7层

第 8层

MNI 总计

将堆积看作一个

整体计算MNI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3(楔状骨) 6(楔状骨)

钩状骨数量 3(钩状骨) 5(钩状骨)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1(跟骨) 0(跟骨)

钩状骨数量 0(钩状骨) 0(钩状骨)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10(钩状骨) 12(钩状骨)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4(下第三臼齿) 3(下第三臼齿)

钩状骨数量 2(钩状骨) 1(钩状骨)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1(距骨) 0(距骨)

钩状骨数量 0(钩状骨) 0(钩状骨)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1(舟骰骨) 0(舟骰骨)

钩状骨数量 0(钩状骨) 0(钩状骨)

占优势的骨骼数量 15(钩状骨) 18(钩状骨)

6

1

12

4

1

1

25

18

因此, 对于一个遗址采用不同划分方法累计 MNI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值, 对于如何

计算MNI没有统一的意见
[9]

, 大多数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进行划分。譬如, 在对马

鞍山遗址动物骨骼进行初步整理时发现第 7 8层的化石多属于大型动物, 而第 3 6层的

化石多属水鹿等中小型动物。将堆积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再进行MNI统计,即可将这两

部分动物群的差异进行一定的量化体现。其中, 第 7 8层(下文化层)的化石可归为 11个

种属, 属于 32个个体,其中 18个个体属于大型动物水牛、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MNI分别为

6、5和 7,占所有 MNI的 56 25%; 水鹿的MN2为 3, 占所有 MN2的 9 4%。而第 3 6 层(上

文化层)的化石可归为16个种属, 属于 50个个体,其中 19个个体属于水鹿,占总量的 38%;

而水牛、中国犀和东方剑齿象的MN2分别为5、3、2,占总量的 20%。当然也可以分别对上下

两部分各个自然层的 MNI累计后再进行对比, 但是鉴于全部动物骨骼材料来自于 1986年和

1990年的两次发掘, 而且两次采用的地层划分方案不同, 1986年划分了 9个自然层, 而 1990

年划分了 15个自然层。根据已有的记录很难将二者进行准确无误的对应,但两次发掘都将

堆积分为上下两部分,而且两次的划分是可以对应的。因此,在对全部材料进行研究时, 分

上、下两个部分统计MNI可以避免在地层划分方面造成的一些混乱。

2 3 有关 NISP和MNI的余论

Grayson
[ 13]
认为,骨骼的相关性之于NISP 与总计问题之于MNI一样,都会影响对实际种

属数量的统计, 除非所有的标本都不相关或者标本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层位中才会避免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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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是这是两种理想状态,即NISP和MNI可以看作是一个组合中种属数量的最大值与

最小值,而实际的数量将介于二者之间。因此,在研究中应该将 NISP 和 MNI两组数值都列

出来以供分析和对比。

2 4 最小骨骼部位数( MNE: Minimum Number of Elements)

MNE最早由 Binford提出,主要根据解剖学部位来计算一个分类中某类骨骼或骨骼部位

的数量,如牛胫骨的近端或股骨骨干部分的数量
[20]
。MNE 同 MNI一样在累计时会出现问

题,但 MNE不必面对鉴定不出骨骼是左侧还是右侧的问题。因为 Binford 在创立这一量化

单元之前,发现民族考古学材料显示,人们并不是根据骨骼的左右而是根据不同的营养价值

运送动物尸体的不同部位。譬如, 左右两侧肱骨即为营养价值相同的一个单元,大多数考古

学家认为狩猎者在面对不能把所有猎物带回营地的情况下, 往往会选择将富含肉食和骨髓

的肢骨部分带回驻地,而将躯干骨去肉后抛弃在肢解猎物( kill site)的地方。在计算 MNI 时

那些不可确定左右的标本则不会被纳入分析中,这样就会影响对远古人类行为的解释。因

此MNE是非常有意义的量化单元,可以说它的创立是动物考古学中量化地解释人类行为的

又一里程碑。

图 1 鹿股骨具有特殊

解剖学特征的部位 ( FE

代表股骨)

Anatomical locations of

deer s femur

表 3是教我们怎样计算 MNE 的例子, 数据来源于马鞍山遗址上

文化层中第 #等级动物(这一分类概念我们会在下一节进行详细阐

释)股骨和肋骨的数量统计。股骨上具有特殊解剖学特征的 6个部位

被标在图 1 上, 各部位的 MNE 值都被列在表 3中 (使用 Lyman 的模

式
[ 3]

)。计算MNE的方法是统计骨骼上解剖学部位的数量。譬如, 一

个完整的 FE4( FE4的数量主要通过股骨粗线来确定) ,就被记录为 1;

FE4的 30%部分出现在标本上, 被记录为 0 3, FE4的数量即为: 1+

0 3+ ∃∃= 9 7。表 3中的各个部位的 MNE 值都是这样计算出来

的。

因此, MNE可以展现各骨骼部位出现的数量,但应用这一量化单

元对不同骨骼部位出现率进行比较时却会出现问题。因为各部位在

个体中存在的数量并不完全一样, 譬如, 一只水鹿一般来讲具有两个

股骨,但却具有 28个肋骨。所以如果将遗址出土股骨的MNE和肋骨

的MNE进行对比时,往往会发现肋骨总数远远高于股骨。如表 3所

示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股骨 MNE 的最高值为 FE4=

9 7,而肋骨 MNE的最高值为 Rib1= 36 5( Rib1指肋骨头, Rib2指肋骨

颈, Rib3为肋骨体) ,后者与前者的比值为 3 76,但实际上它们所属个

体数目的比值与之相差悬殊。为了解决MNE在对比各骨骼部位出现

频率时出现的问题, Binford又创立了MAU
[ 20]
。

2 5 最小骨骼单元数( MAU: Minimum Animal Unit)

MAU被定义为一个分类中的最小骨骼单元数
[ 20]
。骨骼单元是由

骨骼部位组成的,骨骼单元的涵盖范围可大可小, 要根据具体研究需

要厘定。譬如, 当我们想了解在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发现的第#等级动物骨骼中是代表营

养价值较高的腿部多, 还是代表营养价值较低的足部多时,就要分别把腿部(包括肱骨、桡

尺骨、股骨和胫骨)和足部(包括掌骨、指骨、跖骨和趾骨)所有的骨骼看作一个骨骼单元,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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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数量比较。当我们想要了解股骨中是骨骼密度较低的骨骺部分出现频率高,还是骨

骼密度较高的骨干部分出现频率高时, 就可以将股骨分成几个关键部分,然后把每个小部分

作为一个骨骼单元来统计各部位的数量。

MAU的值为MNE 除以一个个体中某类骨骼的出现次数,获得的数值即可代表骨骼单

元的数量。表 3中第#等级动物 FE4的 MNE为 9 7,那么MAU值即为 9 7除以股骨在一个

个体中出现的次数 2,结果为 4 85。很明显, 确定了MNE 后, 只要知道骨骼部位在一个个体

中出现的数量,MAU 就很容易获得了。如表 3,将肋骨各部位的 MNE除以肋骨在第 #等级
动物中出现的数量 28(马鞍山遗址第 #等级动物主要包括水鹿、猪和熊,偶蹄类和食肉类肋

骨数量在 26 30个左右, 28是取它们的平均值) ,即得出它们的 MAU值。

从表 3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骨的骨干部分( FE4)是MNE 和MAU的最高值,这在长

骨的鉴定中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一方面因为骨干的密度高于骨骺,如 Lam测得的驯鹿股骨

各部位的密度: FE1为 0 39, FE2为 0 52, FE3为 0 74, FE4为 1 15, FE5为 0 61
[ 21]

,其中骨干

部分 FE4的密度是最高的; 另一方面因为骨骺为骨松质具有红骨髓,而骨干碎片为骨密质,

本身不具黄骨髓,因此人类和食肉动物对于前者更感兴趣, 对它们进行啃咬和吞食。所以,

遗址中骨干往往是长骨各部位中发现数量最多的。

表 3 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等级

动物股骨和肋骨各部位的MNE和MAU

Example of MNE& MAU table for the anatomical

locations of femur and rib from Ma anshan site

Scan Site MNE MAU

股

骨

肋

骨

FE1 3 1 5

FE2 1 0 5

FE3 1 0 5

FE4 9 7 4 85

FE5 0 8 0 4

FE6 6 3

Rib1 36 5 1 304

Rib2 19 5 0 696

Rib3 14 27 0 51

将具有特殊解剖学特征的骨干碎片

鉴定到骨骼部位相对容易,鉴定到种属

却很难,因此,一些动物考古学家只是计

算长骨远端和近端的数量。但是, 在对

远古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时,骨干碎片

和骨骺的作用几乎是一样重要的, 如果

它们没有被计算进去,四肢骨的数量就

会被低估
[ 22 25]

,从而导致对标本组合的

不合理解释。那么怎么解决骨干碎片难

于归类的问题呢?

英国的动物考古学家 Brain设立了

动物大小等级分类, 他根据非洲现生的

野生动物划分了四个等级,由小到大分

别是:第 %等级, Salt小羚羊 Dorcas羚

羊大小的动物( 5 20kg live weight ) ; 第 #等级, 小苇羊 疣猪大小的动物( 20 150kg live

weight ) ;第 &等级,转角羚羊 野驴大小的动物( 150 400kg live weight ) ;第∋等级, Grevy 斑

马 水牛大小的动物( 400 850kg live weight)
[26]
。当然,在具体研究时我们可以根据标本的

具体情况和当时、当地可对比的现生标本来制定或选择可行的等级划分方案。这种方法可

以将难于分类的骨干碎片进行容易操作而且主观性较小的归类,从而有利于进一步研究远

古人类对肉食开发的特点和能力。根据马鞍山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情况可以将这一动物群

划分为 4个等级: 第%等级麂大小的动物( 10 50kg live weight ) ; 第 #等级水鹿大小的动物
( 50 200kg liveweight) ;第&等级水牛大小的动物( 300 1000kg live weight) ;第∋等级犀牛大

小的动物( 1 000 3 000kg)。本文的举例主要针对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的数

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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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an在对 Kobeh洞穴遗址第#等级动物骨骼部位出现情况进行统计时,发现是否将

骨干碎片纳入研究对分析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 25]
。如图 2和图 3所示, 纳入骨干碎片前头骨

和足骨等营养价值较低的骨骼在数量上占优势, 考古学家们可能就会据其判断该遗址的远

古人类只能捡食食肉动物吃剩的尸体, 以食腐为主要生计方式; 而纳入骨干碎片后腿骨等营

养价值较高的骨骼在数量上占了优势, 因此该遗址远古人类应被更名为狩猎者
[ 25]
。所以,

在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时不能忽略对骨干碎片的统计,否则就可能得出与事实大相径庭的

结论。

图 2 Kobeh洞穴遗址第#等级大小动物

MAU 分布[25] (纳入骨干碎片前)

The MAU profile of Class # from the Kobeh cave site

( without middle shaft)

图 3 Kobeh 洞穴遗址第#等级大小动物

MAU分布[ 25] (纳入骨干碎片后)

The MAU profile of Class # from the Kobeh cave site

( with middle shaft)

由于增加了长骨碎片,标本的总量增大, 所以图 3网格单位的数量级别与图 2存在着很

大的差异(图 3为 10, 图 2为 2) , 这将不利于进一步的对比和解释, 因为在脱离骨骼单元分

布对任意一组数值进行对比时,我们只能知道数量孰多孰少,而对于它们在各自分布中所处

的数量地位却不得而知。

正是考虑到不同的组合数量级别可能不同, Binford 将MAU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引入了

MAU%的概念
[ 20]

,他将各骨骼单元的最高值看作是 100% , 而其它的 MAU 值则据其派生出

来。如纳入骨干碎片前MAU 的最高值为掌 跖骨 16, MAU%则为 16(16= 100%。腕 跗骨

的MAU为10, 则其MAU%值为 10(16= 62 50%。如图4和 5,它们是图 2和图3的MAU值

标准化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前者的骨骼单元分布形状与后者相比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图 4和

图5网格单位的数量级别却变得完全一致,均为 20%, 使用这一比例有利于更加清楚、明了

地对不同组合进行对比。譬如 Kobeh洞穴遗址发现的第 #等级大小动物肋骨的MAU 为 2,

而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肋骨的 MAU为 1 404, 仅仅根据这两个数据我们并不

能判断二者在各自骨骼单元分布中所占的位置, 但标准化后的结果显示前者的 MAU%为

12 5%左右, 后者为 6 7% ,表明它们在各自的骨骼组合中都不占数量上的优势。

2 6 对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骨骼单元分布的解释

根据图 6和图 7 MAU和MAU%分布图,可以看出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骨

骼组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根据不同部位确定的头骨数量不同; ( 2)无论纳入骨干碎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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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Kobeh洞穴遗址第#等级大小动物

MAU%分布[ 25] (纳入骨干碎片前)

The MAU% profile of Class # from the Kobeh

cave site (without middle shaft)

图 5 Kobeh 洞穴遗址第#等级大小动物

MAU%分布[25] (纳入骨干碎片后)

The MAU% profile of Class # from the Kobeh

cave site ( with middle shaft)

还是纳入骨干碎片后,头、足骨骼的数量都占绝对优势,腿骨数量其次; ( 3)没有髓腔承载黄

骨髓的肩胛骨、椎骨、肋骨和髋骨的骨骼单元分布没有明显的规律。

图 6 马鞍山遗址地#等级动物的 MAU分布

The MAU profile of Class # from Ma anshan site

图 7 马鞍山遗址#等级动物的MAU%分布

The MAU profile of Class # from Ma anshan site

如图 6所示, 根据不同解剖学部位确定的第 #等级动物头骨的MAU 存在着差异, 根据

下臼齿推算的MAU为 21,根据颞骨岩部推算的为 17 75, 而根据下颌骨推算的数量则相对

较低为6 95。三者的不同在于牙齿的釉质非常致密, 密度可达 1 50,颞骨岩部密度很大, 一

般比长骨骨干部分密度要高 10%左右
[ 21]
。而下颌骨的骨密度则相对较小,容易破碎。马鞍

山遗址上文化层中发现的第#等级动物的下颌骨即特别残破,绝大多数为长度小于 5cm 且

与牙齿分离的残段(只有 2件标本附带牙齿)。

通过根据下臼齿确定的下颌MAU与根据颞骨岩部确定的头盖骨MAU数量相差不多的

这个证据, 我们推断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形成时期的远古人类倾向于将第 #等级动物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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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头骨带回洞穴 ) ,但由于各解剖学部位的密度不同,保存状况就不同, 也就出现了根据下

颌骨各解剖学部位确定的下颌数量远远低于根据下臼齿确定的下颌数量。所以, 这一时期

第#等级动物骨骼的保存状况应与它们的骨骼密度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从Lam
[ 21]
测得的驯鹿骨骼密度可知, 下颌骨的最高骨密度值为 1 07, 肱骨、桡骨、股骨

和胫骨的最高骨密度分别为 1 12、1 09、1 15和 1 13,也就是说各上部肢骨的骨骼密度与下

颌骨密度很近似。根据图 7可知,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长骨的MAU% (肱骨、

桡骨、股骨和胫骨分别为 29 7%、47 62%、23 1%和 31%)远远低于根据牙齿和颞骨岩部确

定的头骨MAU%(分别为 100%和 84 52%) ,而与根据下颌骨确定的头骨MAU%( 33 1% )相

差不多。

所以, 根据这两点: ( 1)同类骨骼中, 骨骼密度高的部分保存数量多, 低的保存数量少;

(2)不同骨骼骨密度相差不多,其保存数量也相似。我们可以推测, 马鞍山遗址这一时期第

#等级动物的腿部也与头骨类似, 基本被带回洞穴, 但是它们同下颌骨一样, 大部分标本都

破碎为较小的残段, 不能被归位于骨骼部位, 因此 MAU 小于据牙齿和岩部确定的头骨

MAU。

而肩胛骨、椎骨、肋骨和髋骨这些没有较大髓腔承载黄骨髓的骨骼分布则没有任何规

律。肩胛骨的MAU%与长骨相当,为 26 2% ;而椎骨较低, 为 14 95% ; 肋骨和髋骨更低, 均

小于 10%, 为6 71%和 3 1%。它们最高的骨骼密度分别为 1 04、0 53、0 96和 1 02,除了椎

骨,其它三类骨骼的密度低于长骨的最高骨密度,但数值相差并不很多,意味着它们与长骨

的MAU差异可能主要不是由于骨密度造成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Madrigal对白尾鹿(white tailed deer)各部位肉食和骨髓的产

出量,以及获得每部分肉食和骨髓所需要的时间进行了测定,发现椎骨和髋骨这两个单元的

肉食回馈率( meat return rate,等于肉食产出量除以获得肉食所需要的时间,因为椎骨和髋骨

不具黄骨髓,因此不能测定骨髓回馈率)是排在前五位的
[ 27]

, 也就是说很容易从这两个单元

获得肉食。可以假设如果远古人类为了减少运输负担,就会倾向于在肢解猎物的地方对动

物尸体的椎骨和髋骨部分进行快速而高效的去肉处理,然后将这两部分不含黄骨髓的骨骼

抛弃在原地,而将割下的肉与富含肉食和骨髓的骨骼带回驻地。

Binford对Nunamiut原始民族肢解动物的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观察, 并综合了其他学者进

行的同类观察, 总结出那些使用斧子和大型刀具的民族肢解下来的髋骨大多有一半附连在

股骨上,而使用小型刀具的民族肢解下来的髋骨则大多是与股骨分离的独立单元
[ 28]

, 因为

小型的刀具可以插入股骨头和髋骨髋臼之间,并割断连接它们的韧带使其分离,而大型工具

更易于采用砍、劈的方式。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发现的石制品多为小型的石片石器
[16]

, 因

此这一时期髋骨的MAU%最低( 3 1%)也就不难解释了, 即远古人类在对动物尸体进行肢

解和割肉处理后髋骨部分被抛弃在杀死猎物的地方,所以很少出现在驻地。

肩胛骨与躯干之间没有关节而是靠肩带肌肉联结,因此很容易从躯干上肢解下来,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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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骨髓的长骨部分一起被转移到驻地, 民族考古学中也有这样的相关记载
[ 29]
。所以, 马

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骨骼组合中肩胛骨的 MAU% ( 26 2% )与肱骨的 MAU%

( 29 7% )近似的现象也就可以解释了。

足部单元(掌 跖骨和腕 跗骨)所含的肉食和骨髓都很少,但它们与上部肢骨被韧带紧

密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常常在运移腿部骨骼时就被顺便带到了驻地, Binford将它们称之为

∗搭车者+( riders) [ 30]
。而且腕 跗骨体积小、厚度大, 密度均匀,因此不易破碎。掌 跖骨与其

它长骨相比密度相当,但骨壁很厚,因此更容易保存,而且鹿科和牛科动物的掌 跖骨具有基

本贯穿整个骨干部分的血管沟,无论破碎程度如何,只要具备这一解剖学特征都比较容易辨

认。所以它们的数量占一定优势并不出乎意料。

综合骨骼单元分布、骨骼密度、骨骼营养价值和民族学观察等多方面资料, 我们推测马

鞍山远古人类在上文化层形成阶段习惯在杀死猎物的地方将第 #等级动物进行运移前的处
理。首先肢解猎物, 把躯干与四肢分离;然后对躯干进行去肉处理; 最后将割下的肉和富含

肉食和骨髓的上部肢骨部分带回洞穴, 同时足部骨骼也顺带着被运移到驻地。

3 结语

通过量化单元在马鞍山遗址动物骨骼研究中的应用,我们对于 NISP、MNI、MNE和 MAU

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由于存在着骨骼相关性和数量累计的问题,

在应用NISP 和MNI确定种属数量时应该非常谨慎,首先要根据遗物的出土情况判断埋藏状

况,确定骨骼的相关性,然后再根据研究需要确定计算MNI 的最小单元。马鞍山遗址的动

物化石都比较破碎, 没有发现类似金牛山遗址中完整骨骼集中分布的现象,因此很难判断相

关程度。由于 1986年发掘和 1990年发掘采用的层位划分方案不同, 很难将二者进行准确

无误的统一,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错误,只将马鞍山遗址堆积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 再

分别计算MNI,以对比上下两部分动物骨骼组合的不同。

当利用骨骼部位出现率说明人类开发肉食的能力时, 应该依赖于 MNE、MAU 和

MAU% ,因为它们不是为确定动物种属出现数量而是为确定骨骼部位出现数量而设计的量

化单元。通过对马鞍山遗址上文化层第 #等级动物骨骼单元分布的综合分析, 我们推测出

马鞍山遗址这一时期的远古人类对于第 #等级动物的运移具有选择性,倾向于将富含黄骨

髓的部位带回驻地, 而将躯干去肉后把不具备黄骨髓的骨骼抛弃在肢解猎物的地方。当然

仅根据骨骼单元分布得出的这一结论还不成熟, 我们将另撰一文结合死亡年龄分布和骨骼

表面痕迹研究来进一步证明和阐述这一观点。

对动物考古学量化单元的理解是对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和充分解释的前提,希望本文对

这些量化单元的介绍能够帮助我们根据研究需要恰当地选用合适的方法,从而为科学地解

释考古遗址中发现动物骨骼组合的内涵并深入阐释远古人类的行为奠定可信的量化基础。

致谢: 本次研究的材料系张森水研究员、龙凤骧先生和安家媛研究员于 1986和 1990

年发掘获得,他们细致而科学的工作为此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沈辰研究员对本文

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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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Quantitative Units in Zooarchaeology to

the Ma anshan Faunal Assemb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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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manuscript reviews the various quantitat ive elements in zooarchaeology, and develops a

f irm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en to employ different numerical classifiers by their applications to the

Ma anshan faunal assemblage.

The MNI is assigned to two dist inct parts of the Ma anshan deposit in order to identify quant itative

differences in the archaeofauna because in previous research it was shown that stone art ifacts and

mammalian fossils in strata 7 8 were much larger than those in strata 3 6. There are 11 kinds of

macromammalian bones found in the lower part, here the MNI is 32 with 18 ( about 56 25%)

representing large animals ( mainly Rhinoceros sinensis, Bubalus sp. and Stegodon orientalis) . In the

upper part, 16 kinds of macromammals belonging to 50 individuals, of which 19 ( about 38% ) are

medium sized ungulates Cervus unicolor . Therefore, it is assumed that in the early stage

Ma anshan hominids preyed on large sized game animals, while in the late stage they mainly hunted

medium sized ones.

The MNE, MAU, MAU% are applied to Class II animal bones of the upper strata to determine

their relative skeletal part abundance ( figures 8 and 9) . From the skeletal element profile and data of

deer bone density, meat and marrow return, and ethno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s, it is assumed that

Ma anshan hominids in the late stage tended to transport carcasses of class II animals selectively,

taking only heads and legs ( with bone cavities containing much marrow ) to the base camp, while

abandoning vertebrae, ribs and pelves with little marrow at the kill site. Scapulae, metapodials and

podials were also taken to the camp as they were parts attached to the upper limbs.

Key words: NISP; MNI; MNE; MAU; Ma ansh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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